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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族历史书写视域下的

拜占庭研究( 1821—1930 年) * ①

庞国庆

【提要】 近现代希腊拜占庭研究的孕育、兴起和发展，见证了希腊自 1821 年独立以来民族历史
书写范式的探索和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19 世纪上半叶，新兴的希腊国家为了构建民族认同，采用
“复兴”古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丑化拜占庭帝国形象，这一范式虽然孕育了希腊拜占庭研究的
萌芽，但叙事逻辑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并未得到大众的接纳。19 世纪下半叶，拜占庭研究的兴起，解
决了“复兴”范式下希腊历史书写的断裂问题，拜占庭时期成为希腊民族历史的中古阶段，由此确立
了“延续”的历史书写范式。20 世纪前 30 年，希腊学者对拜占庭时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完善
民族历史的书写，塑造源于中古的民族自豪感，实现了民族历史书写和拜占庭研究共同繁盛的局面。
【关键词】 希腊 民族认同 历史书写 拜占庭研究

民族认同与民族历史书写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欧洲诸多国家上下求索的重大政治课题。①

1821 年，希腊在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近四百年后，爆发独立战争，最终建立了“希腊”这个单一民
族的近代国家。对于这个新兴的国家而言，如何塑造民族认同、汇聚民族凝聚力，成为数代人亟待解
决的问题。书写一部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民族历史，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最
终，在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中，希腊成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均创造了灿烂文明、
对西欧和东欧文化发展均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古国。② 希腊由于在欧洲文明史上兼具时空上的二元
特性，成为欧洲备受瞩目的国家之一。
在希腊独立战争迎来 200周年纪念日之际，希腊的民族性、民族认同和民族历史书写问题再次成为

学术界的热点。其中，希腊“多元”的民族特征成为近几年研究成果的焦点议题。2019 年，英国著名希
腊现代史专家比顿探讨了自 18 世纪初以来希腊的群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 进程，他认为希腊的现
代性与西欧社会紧密相连。在 19世纪 20年代欧洲从古老的“帝国模式”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模式”
时，希腊是先驱者，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时期，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希腊始终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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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拜占庭帝国 7—8 世纪的法律编纂研究”( 项目编号: ZX20210066) 的阶段性成果。
这一时期是欧洲民族国家陆续建立、民族主义不断发展的阶段。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此类作品的范例是君士坦丁·帕帕里勾布鲁斯的《希腊民族史》。该书自 19 世纪后半叶由帕帕里勾布鲁斯完成定稿之后，不断
得到后世学者的续写，屡经重印、再版。本文使用的是 2009—2010 年出版的续写版，内容的时间下限为 2004 年，共计 26 卷。参
见 Κ. ，et al. ， ，26 Vols.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Πι

Α. Ε. ，2009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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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希腊并非一直与“西方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模式相一致，希腊还是“东方”
正教的重要中心。① 2020 年，希腊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迪米基斯和斯特拉杜达吉，称希腊的
这种民族特征“矛盾而不失统一”。②

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2009 年以来希腊与西欧主导的欧洲秩序在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时
矛盾迭出现象的思考。而要理解希腊的“多元”民族特征，就必须回到希腊探索如何进行本民族历史
书写的问题上。回溯历史，这是希腊国家在 1821—1930 年的首要任务之一。③ 在此期间，希腊致力
于塑造民族认同、书写民族记忆、建立民族自豪感。国内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
阐释 1830 年之前希腊知识分子利用古典文化构建民族认同的努力。④ 而对于拜占庭研究在希腊构
建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国内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在
希腊探索民族历史书写的道路上，拜占庭研究者扮演了更为核心的角色。在希腊，拜占庭研究不仅
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民族历史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希腊的拜占庭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

的重要区别。⑤ 本文将考察、梳理拜占庭研究在希腊萌芽、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探讨希腊民族历史书
写范式的转变和完善，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希腊的民族主义发展及其民族特征。

一、“复兴”范式下民族历史书写的困境与拜占庭研究的萌芽

1821 年，希腊爆发独立战争。在战火中诞生的希腊国家，迫切需要构建自身的民族认同，于是在
民族历史的书写中选择了“复兴”古希腊的范式。具体而言，“复兴”范式指的是 19 世纪上半叶出版
的绝大多数历史作品认为，希腊的独立终结于公元前 338 年的凯洛尼亚( Chaeronea) 战役，希腊城邦
陷落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Philip II of Macedon，公元前 359—前 336 年在位) 之手; 此后，希腊的历
史是一部漫长的遭受外族入侵的历史，希腊人先后处于马其顿人、罗马人( 包括拜占庭人) 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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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pp. 10 － 11，398. 此书已有中译本。罗德
里克·比顿:《希腊三百年》，姜智芹、王佳存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
N. Demertzis and H. Stratoudaki，“Greek Nationalism as a Case of Political Ｒeligion”，Historical Social Ｒesearch，Vol. 45，No. 1，2020，
pp. 103 － 128.
本文选取 1930 年作为时间下限，因为希腊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经历了诸多巨变之后，塑造民族认同的历史任务基本结束。其一，
希腊在 1922 年巴尔干战争中遭遇溃败，随后，希腊在 1923 年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依据宗教信仰交换两国境内的相关人口。人口
的交换和安置在此后数年内逐渐完成。其二，希腊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国王乔治二世( Β，1922—1923、1935—
1947 年在位) 在 1923 年 12 月 18 日被迫退位，君主立宪制被暂时废除，希腊国家在 1924 年 3 月 25 日宣布实行共和制。其三，希
腊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紧张逐渐转向平和，国家的最终边境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1923 年 8 月，意大利将军
特里尼( Tellini) 和随行四人，在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界附近的希腊境内遭到谋杀，墨索里尼以此为借口，占领了科孚岛，希腊与
意大利在此后数年关系紧张，但双方最终在 1928 年签订了《友好条约》。另外，1930 年，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安卡拉友好协议》，
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国家也建立了友好关系。基于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彻底放弃了扩张主义，转而
致力于维护既有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发展。自 1821 年独立战争之后，希腊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塑造民族认同的历
史任务，民族历史和民族记忆已经形成。参见 Α. Ε. ， ( 1204 － 1985 ) ， ，1998，
pp. 372 － 382; J. S. Koliopoulos and Th. M. Veremis，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Wiley-Blackwell，2010，pp. 93 － 102。
陈莹雪:《修昔底德与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 1790—1830) 》，《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3 期; 陈莹雪:《修昔底德的苏醒———
古史写作与希腊民族认同转型》，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1557 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 H. Wolf) 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手稿时，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
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将后者冠以“拜占庭的”，由此开创了拜占庭研究。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
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国内学界对国际拜占庭研究发展历程的既有关注主要集中在英美学界的拜占庭研究，参见陈
志强:《英美拜占廷学发展及其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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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统治下，直到 1821 年希腊再度获得独立，实现民族的政治复兴。①

在“复兴”范式下，与近现代希腊存在民族记忆关联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民族复兴与古希腊密切
相关。新兴的希腊国家通过一系列政府行为构建出认同古希腊的情境。首先，1822 年 1 月，希腊临
时政府在召集的第一次国会中，有意识地恢复了“Hellas”这个古代称呼，用其指称国家的名字，与之
对应，用“Hellenes”指称新国家的民众。② 其次，与古希腊政治相关的元素和符号不断得到再现，以
唤起民众对古希腊历史的认同感。例如，古希腊的钱币德拉克马( drachma) 在 1833 年被重新使用，
成为欧元之前希腊一直使用的法定货币; 1834 年 12 月 13 日，鉴于雅典在古希腊和欧洲文明源头中
的重要地位，它被正式定为希腊的首都。③ 与此同时，学界力图将古希腊的面貌重新呈现在近现代希
腊人的生活中，以证明新兴的希腊国家与光荣的古典希腊之间的联系。源于此，希腊考古学得到重
大发展。希腊在 1833 年成立考古局，不久后，雅典考古协会和《考古学报》( Archaeological Journal) 在
1837 年问世。此外，“新古典式”建筑在整个希腊境内蓬勃发展起来，19 世纪希腊新建的公共建筑几
乎都被设计成古典样式。④

在独立后初期，希腊国家选择“复兴”古希腊的历史书写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知识精英对
希腊历史整体认知的影响。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希腊在欧洲精英阶层中获得高度认
可，古希腊成为崇尚自由、民主政治的象征，古希腊文明也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共同起源。法国大革命对
西欧世界的政治体系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使得有关“民族”和“现代性”的概念扩散到欧洲各地，另一
方面也使得古希腊这个民主制度的摇篮得到更多认可和支持。至 19 世纪 30 年代，欧洲的现代性和古
典希腊历史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⑤ 由于这种“亲希腊主义”( Philhellenism) ，欧洲诸多国家和
个人成为希腊独立的支持力量。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 G. Byron，1788—1824 年) ，
他不仅通过诗作颂扬希腊，而且亲自投身于希腊独立战争，为之奋斗，最终病逝在希腊。⑥

在“复兴”范式指导下的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古希腊”是构建希腊民族认同的唯一旗帜，与之
相比，被视为“入侵者”的拜占庭帝国，其形象遭到希腊文人的普遍诟病和丑化。1841 年，希腊考古
协会主席内鲁罗斯( Ι. Ρ. ，1778—1849 年) 在协会年度会议上便直言，“与拜占庭历史相关
的几乎都是漫长的蒙昧行为和臭名昭著的暴力……它是希腊人极度痛苦和悲惨的屈辱史。”雅典大
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库玛努底斯( Στ. ，1818—1899 年) 同样认为“拜占庭帝国充满着专
制教条，民众缺少政治意识或处于沉睡状态。”⑦“现代希腊历史之父”帕帕里勾布鲁斯( 1815—1891

8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 Politis，“From Christian Ｒoman Emperors to the Glorious Greek Ancestors”，D. Ｒicks and P. Magdalino，eds.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Ashgate，1998，p. 1.
在拜占庭帝国时期，“Hellenes”主要与多神教传统相关联，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遭到以基督教为正统信仰的官方弃用，民众主要以“罗
马人”( Ｒomaioi) 自称。这种称呼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得到延续，拜占庭帝国的原有民众仍然被称为“罗马米列特”( Ｒūm Millet)。参
见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维莱米斯:《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郭云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pp. 5 － 6.
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pp. 118 － 120.
M. Miliori，“Europe，the Classical Polis，and the Greek Nation: Philhellenism and Helle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Ｒ.
Beaton and D. Ｒicks，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Nationalism，Ｒomanticism，and the Uses of the Past ( 1797 － 1896 ) ，
Ashgate，2009，p. 65. 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注入欧洲政治变革中，参见胡里奥·克雷斯
波·麦克伦南:《欧洲: 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5—130 页。
Ｒ. Beaton，Byron's War: Ｒomantic Ｒebellion，Greek Ｒ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Μ. - ，“Οι στην . Απó τον Σπυρíδωνα στον Δ
Ζακυθην”， ，Vol. 9β，1994，pp. 160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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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其早期作品中，也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持否定态度，他在 1843 年出版的《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上某些斯拉夫部族定居的问题》中，将拜占庭时期描述为“最黑暗、最愚昧的时代”，他无法理解这样
一个帝国“为何存活如此长久”。① 在这种理念主导下的 19 世纪上半叶，拜占庭时期的建筑遭到部
分损害，特别是当它们影响到古代希腊遗址的发掘时更是如此。② 希腊独立初期，知识分子的“反拜
占庭”观点同样具有其思想渊源。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时期，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爱德华·吉本
为代表的西欧文人，已经形成了对以基督教思想为主导的中古时期的负面评价，拜占庭帝国“专制”
和“迷信”的批判观点在欧洲产生深远影响。③

由此可见，在独立战争之后，希腊知识分子为了构建民族认同，在历史书写中遵循的是复兴古希

腊的一元模式。这种范式更多源自西欧世界宣扬古希腊优秀传统的理念，但由此塑造的希腊民族认
同并不成功，在多方面都面临挑战。
首先，反对“亲希腊主义”的学者，试图从根基上推翻希腊的“复兴”范式。1830 年，德国历史学

家法尔梅拉耶( 1790—1861 年) 出版专著《中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史》，认为在经历了中古时期日耳
曼民族大迁徙和斯拉夫人入侵的两次大冲击后，希腊人种已经消失了。他在书的开篇直言:“希腊种
族已经从欧洲被彻底除根。……希腊种族曾经存世的证据，只有在希腊本土那些不朽的作品和诸多
历史遗迹中才能找到。……当今希腊人的血管中，已经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④在这种学说体
系下，“复兴”范式失去了逻辑基础: 既然古希腊的种族、文化都在连续的外族入侵中不复存在，那么
何来“复兴”一说? 基于此，希腊国家的民族认同受到严峻挑战。法尔梅拉耶的这部作品成为希腊知
识分子书写本民族历史时始终无法绕开的问题。⑤

其次，“复兴”范式并没有在大众层面实现民族认同。对于希腊民众而言，历史是一个含糊的概
念，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教会赋予的基督徒身份，他们的生老病死主要与教堂建立联系。因此，
在追溯历史时，他们会首先联系到使基督教走向权力中心、成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大多数希
腊人而言，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仍然是“那座城市”( ) ，单纯强调对古希腊的复兴和

构建在希腊民众中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认同。⑥ 拜伦的好友、英国政治家约翰·霍布豪斯( John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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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Κ.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Περí ，Εκ του Τυπογραφεíου Εμ. Αντωνιáδου，
1843，pp. 29 －30 note 35，80; I. Koubourlis，“European Historiographical Influences upon the Young 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Ｒ.
Beaton and D. Ｒicks，eds.，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Nationalism，Ｒomanticism，and the Uses of the Past ( 1797 －1896) ，p. 54.
G. Huxley，“Aspects of Modern Greek Historiography of Byzantium”，D. Ｒicks and P. Magdalino，eds.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p. 16.
例如，孟德斯鸠认为拜占庭帝国“除了连篇累牍的反叛、暴动和背信弃义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相关论述，参见陈志强:《拜占廷
学研究》，第 6 页。
Jakob Ph. Fallmerayer，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hrend des Mittelalters，J. G. Cotta，1830. 本文使用的是现代希腊语版本。Ι.
Φ. Φαλλμερáυερ，Περí τη! καταγωγ ! των σημεριν ν Ελλην ν，Μετáφραση －Παρουσíαση απó Κ. Π. Ρωμανó !，Νεφ
λη，1984，p. 7.
1843年，君士坦丁·帕帕里勾布鲁斯出版作品《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某些斯拉夫部族定居的问题》，对法尔梅拉耶的观点进行
回应。参见 Κ. Παπαρρηγóπουλο !，Περí 。此后，对法尔梅拉耶的反
驳贯穿了希腊确立民族历史书写的整个过程。参见 G. Veloudis，“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und die Enstehung des neugriechischen
Historismus”，Südest-Forschungen，Vol. 29，1970，pp. 43 － 90。1924 年，阿曼图斯在分析“希腊”的地志学和词源学时，仍然不忘
通过分析斯拉夫人定居伯罗奔尼撒的年代问题来批判法尔梅拉耶的论断。参见 Κ. ，“

”， ，Vol. 1，1924，p. 43。
G. Huxley，“Aspects of Modern Greek Historiography of Byzantium”，p. 16. 在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名为“ ”，
即“君士坦丁的城市”，也可用“城市”一词的大写形式“ ”对其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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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house，1786—1869 年) 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 “那些热爱回顾历史的人，会从君士坦丁
大帝( Constantine I，306—337 年在位) 这位希腊人的皇帝算起。他们的所有希望都致力于以基督徒，
特别是东正教徒的名义，重建拜占庭王国; 我相信他们从未试图建立以古代共和为模板的独立政

府。”①和拜伦一样，约翰·霍布豪斯也是希腊独立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称颂拜伦前往希腊支援独
立战争的行为是“光荣的壮举”。在 1823 年 4 月 29 日写给拜伦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坚信，我们
可以为希腊人民做些事情。”②因此，约翰·霍布豪斯对希腊局势非常关注和了解，他对“复兴”范式
获得有限民族认同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的真实情况。与古希腊历史相比，拜占庭帝国
的历史更好地代表了大众层面的民族记忆。
最后，“复兴”的历史书写范式难以自洽，其叙事逻辑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复兴”范

式在构建民族认同时，选择以语言作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并将语言作为确立希腊身份的主要因素。
1823 年制定的革命宪法中规定，希腊人除了包括希腊境内的土著居民之外，还包括“来自海外的人，
前提是他们的母语为希腊语”。源于此，希腊官方大力整顿希腊语的使用，力推与古典希腊语相近的
“纯正希腊语”( ) 书面语，并将国内许多地名由之前的土耳其语、斯拉夫语等更改为希
腊语名称。③ 另一方面，“复兴”范式人为地割裂了希腊近代与古代之间的联系，将中间的两千多年
视为“外族”主导的历史，但事实上，在此期间，希腊语的使用并未出现断裂，希腊语始终是当地的通
用语言。“纯正希腊语”也不过是古典希腊语与通俗希腊语的一种折中形式。④ 此外，在中古拜占庭
时期，以希腊语为基础的古希腊式教育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延

续。例如，拜占庭晚期的著名诗人塞奥多利·梅多希提斯( Theodore Metochites，约 1270—1332 年) 便
直呼:“我们是古希腊这个民族和语言的继承者。”⑤可以说，“复兴”范式强调希腊历史在中古时期出
现的断裂，却无法阐释语言等文化元素在拜占庭时期的延续性。
由此可见，希腊独立初期在撰写本民族历史中采用的“复兴”范式，迎合了源自西欧的文化思潮，

却背离了希腊自身的发展历史。在“复兴”范式下，新兴的希腊国家的民族认同是分裂的: 一方面是
古希腊时期的光辉历史; 另一方面是两千多年来被占领的屈辱历史，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的神权政治

和奥斯曼帝国的异教统治。⑥ 一个民族，跨越两千多年的漫长断档而实现复兴，似乎无法形成令人信
服的解释，这是 19 世纪上半叶希腊知识精英在进行本民族历史书写时面临的困境。为了应对这一
困境，一些希腊史学家转而探求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而他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现代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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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Politis，“From Christian Ｒoman Emperors to the Glorious Greek Ancestors”，pp. 2 － 5.
P. Graham，ed. ，Byron's Bulldog，The Letters of John Cam Hobhouse to Lord Byron，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 328.
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维莱米斯:《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 年至今》，第 248—271 页。这部分内容还论述了在界定希
腊的民族认同时，东正教与希腊语两大民族特征之间的冲突，这也佐证了“复兴”范式的内在矛盾。另参见 J. S. Koliopoulos and
Th. M. Veremis，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pp. 30 － 31。关于 19 世纪早期希腊民族认同的标准，无论是“现代主义”民
族理论学派，还是“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学派，都认可希腊语在希腊民族主义雏形中的核心地位。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77 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
民族主义》，第 72—73 页。关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范式，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
的民族( nation) 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64 页。
关于希腊语在中古时期的延续和变化，参见 Ｒ. M. Dawkins，“The Greek Language in the Byzantine Period”，N. H. Baynes and H.
Moss，ed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Ｒoman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 252 － 267。
庞国庆:《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世界历史》2019 年第 3 期。
N. Demertzis and H. Stratoudaki，“Greek Nationalism as a Case of Political Ｒeligion”，pp. 106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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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从上古希腊走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将拜占庭历史纳入希腊民族史的叙述范畴，希
腊的拜占庭研究由此得以在“复兴”范式的困境中萌芽。①

二、拜占庭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历史书写“延续”范式的确立

除了“复兴”范式的困境，还有两大因素推动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转向和拜占庭研究的兴起。
其一，这一时期欧洲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为历史研究和现代历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浪漫
主义高度重视民族史研究，而中古是大多数欧洲民族形成的时代，因此，浪漫主义将中古视为人类历

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欧洲诸多国家寻找民族之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各国为了研究本民
族的历史，而去研究与之直接相关的、拜占庭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和拉丁帝国统治时期等，使得
拜占庭研究在欧洲学界迅速发展起来。② 希腊的拜占庭研究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其二，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希腊政府的关注重点从西欧转向东方。③ 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

国的固有领土上，依然居住着大量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这些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人，也开始被视为希腊国民。在 1844 年 1 月的国会演讲中，希腊政治家克莱提斯( I. ，

1773—1847 年) 对他的“祖国”作出一段著名的界定:“希腊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欧洲的中
心。在它的右侧是东方，在它的左侧是西方。它注定要通过自身的衰落来启蒙西方，通过自身的再
生来启蒙东方。……希腊人指的是那些信仰基督教、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④在这段表述中，希腊
不仅是欧洲的中心，而且在“再生”之后更加着眼于对东方的影响，它强调“希腊人”这一概念及其所
涉领域的延伸。希腊“伟大理想”( ，亦称“大希腊主义”) 正是基于这一演说而逐渐成
型，并成为 1922 年之前主导希腊对外政策的基本政治理念。而希腊政界将东方纳入本国政治框架
之中，其合理性、合法性都需要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权，由此也就不得不关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发展过程。在政界的认可和支持下，希腊民族历史的书写逐渐从复兴古希腊光辉的范式，走向希腊
历史从古代经过中古拜占庭历史延续至近现代的新范式。⑤

由此，希腊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塑造希腊民族历史统一性的重任。这一研究目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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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现代希腊的第一位拜占庭研究者扎贝里乌斯在阐释研究拜占庭历史的必要性时，便是将外界对“复兴”范式下“希腊人”多
种称呼的质疑作为切入点，认为:“现代希腊人……在早晨，由于其历史自称为‘希腊人’; 在中午，出于政治因素则被称为‘罗马
人’; 在晚上则出现了融合，又自称为‘希腊罗马人’( )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多样性呢? 这就需要拜占庭历史。”参
见 Σπ. ， . μ. Χ. ， Χ. Ν.

，1857，p. 10。
Μ. - ，“Οι .

”，pp. 154 － 158. 拉丁帝国是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原拜占庭领土上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
的帝国，统治时限为 1204 年至 1261 年。
在本文中，“东方”是相对于希腊而言，大致相当于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小亚细亚。
资料来自希腊国会公开档案( 1844 年 1 月 14 日) 。https: / /www. hellenicparliament. gr /onlinePublishing /PＲA / index. htm［2020 － 10 －
23］
两种历史书写范式都接纳了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对欧洲文明历时性的三段论分析，即欧洲历史经历了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
阶段; 但两种范式在认识创造历史的主体时存在着差异，“复兴”范式无视中古时期希腊民族的历史主体身份，由此造成了历史
书写中的割裂，而延续范式注重探讨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角色，如希腊与东方世界的关系，希腊对

文艺复兴乃至当世文明的重要贡献等，由此实现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统一。参见 A. Liakos，“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im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reek Historical Imagination”，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6，No. 1，2001，pp. 29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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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者扎贝里乌斯( 1815—1881 年) ，他致力于利用拜占庭研究确立“希腊主义”( Hellenism) 的历史
统一性，因此，被称为“希腊主义历史统一性的工程师和开创者”。① 他认为，希腊在 1821 年以前的
历史是希腊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而拜占庭时期则是希腊民族历史延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

“一个模糊的、未被开发的时代，一个连接着过去与现代自由阶段的时代”。②

为了塑造希腊主义的历史统一性，扎贝里乌斯借鉴欧洲其他历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英国著名

历史学家乔治·芬利( 1799—1875 年) 和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 J. G. Droysen，1808—1884 年) 。
芬利在其经典作品《罗马人统治下的希腊》中，开创性地提出希腊人有能力同化入侵者，并将其纳入
自己的民族构成之中:“希腊人的品质使得他们拥有对马其顿族群的完全优势，最终将其同化成为自
己民族的组成部分。”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希腊人早在( 东) 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很久，就已经改变了
罗马人的官僚体制; 希腊人虽然被迫接纳罗马人的法律和司法形式，但东部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已经

由希腊元素主导，并按照希腊传统得到塑造。”③由此，被希腊主义同化的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历史
便可以被纳入希腊的民族历史之中。德罗伊森则是在 1836—1843 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希腊化史》
(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中首次提出“希腊化”概念，并探讨了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时期的
“希腊主义”。④ 他的学生们将这一概念解读为“希腊种族”的文化。扎贝里乌斯延续芬利和德罗伊
森的思路，强调“希腊主义”经历了古代、中古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拜占庭时期相当于希腊主义的中
古阶段，在这一时期，希腊主义不仅得到保存，而且其强大的同化能力将外族入侵者变成了本民族历

史的一部分。他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是中古的后裔……我们无法摆脱那些将我们与中
古拜占庭相连接的东方特征。”⑤

基于此，要研究中古希腊主义，就必须研究拜占庭历史。围绕这一主题，扎贝里乌斯主要完成了
两部作品。第一部是 1852 年出版的《希腊民歌: 兼论中古希腊主义的历史》。扎贝里乌斯在意大利
求学后，访问欧洲诸多图书馆，研究手抄本和语言学方面的档案。⑥ 对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他探究希
腊民族统一性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扎贝里乌斯通过保存在民间口语传统中的民歌，发现现代民
歌与希腊古代的民歌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论证了希腊主义的延续性。从篇幅来看，这部作品仅有
160 页直接介绍希腊民歌，却有 595 页在论述希腊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其研究重点是将现代希腊主
义的根基回溯至中古拜占庭时期，从而论证希腊主义的历史统一性。在探讨中古希腊主义时，扎贝
里乌斯认为其受众是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民众，包括希腊种族、斯拉夫东正教徒在内，由此，东正教
也被他纳入希腊主义的范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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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Οι ．
”，p. 164. “Hellenism”一词可以译为“希腊主义”“希腊精神”“希腊文化”，本文统一译为“希腊主义”。

I. Koubourlis，“European Historiographical Influences upon the Young 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pp. 60 － 61; 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p. 131.
G. Finlay，Greece under the Ｒomans: A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Greek Nation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Ｒomans until the
Extinction of the Ｒoman Power in the East，second edition，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57，pp. xviii，5，24 － 25.
有关“希腊化”概念的兴起和发展，参见杨巨平:《碰撞与交融: 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5 页。
Σπ. ， . ， ，1852，pp. 20，
23．
B. Merry，Encyclopedia of Modern Greek Literature，Greenwood Press，2004，p. 480.
Σπ. ， . ，pp. 63 － 162; G.
Huxley，“Aspects of Modern Greek Historiography of Byzantium”，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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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贝里乌斯延续这一思路，于 1857 年在雅典出版《拜占庭研究: 关于现代希腊民族性的起源( 8
至 10 世纪) 》一书。在这部作品中，扎贝里乌斯坚持将拜占庭时期置于希腊—罗马延续性的核心位
置。他借用“三位一体”的概念来描述拜占庭帝国的基本特征，认为它的语言和学识是希腊的，信仰
是基督教的，帝国管理体系是罗马的; 罗马性处于最底层，基督教居中，而语言则是最重要的; 他强

调，正是通过语言的作用，希腊主义在拜占庭帝国内才得以不断强化。换言之，由于希腊主义、基督
教和罗马性三大传统统一于希腊民众之中，现代希腊“民族性的复兴”得以实现。①

扎贝里乌斯书写希腊历史的新思路、新理论在希腊文化史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于被传统主
流论调定性为“愚昧和野蛮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希腊学术界第一次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视角: 拜占庭
时期不再被视为希腊文化发展的断裂期和希腊历史的中断期，而是在蛮族入侵中保存希腊民族性和

文化的重要阶段。②

扎贝里乌斯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中古希腊主义的研究，而真正将希腊历史塑造为统一性民族历

史的则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希腊历史之父”君士坦丁·帕帕里勾布鲁斯。帕帕里勾布鲁斯出生在
君士坦丁堡，先后求学于希腊、法国和德国，从 1851 年起担任雅典大学的教授。如前所述，他在早
期的作品中深受爱德华·吉本的影响，对拜占庭帝国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帕帕里勾
布鲁斯开始探索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1845 年，他出版《法国人列维体系下的通史纲要》，③公
开呼吁重视希腊的中古历史，认为现代希腊人不应该只关注他们的“祖父”———古希腊人，却忽视
了“父亲”———中古希腊人，后者成功地将“罗马人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座上赶走”，成为拜占庭帝国
新的统治者。换言之，他认为在某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变成了希腊人的帝国。当然，这时他还没有
明确将中古希腊人等同于拜占庭人。1846 年，帕帕里勾布鲁斯发表文章《希腊人民重生史介绍》，
呼吁学界书写统一、连贯的希腊民族历史，不过他也阐释了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解读历史事件的
困难。④

扎贝里乌斯对中古希腊主义的研究和出版，解决了帕帕里勾布鲁斯的难题，成为后者书写统一性希腊

民族历史的根基。帕帕里勾布鲁斯由此创作了著名的《希腊民族史》( ) 。
在希腊民族历史的书写上，他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从希腊主义发展出希腊“民族”，将
“希腊民族”界定为“所有将希腊语视作母语的民众”。⑤ 其二，他以中古希腊为核心，发展出整个希
腊民族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现代。他强调，希腊民族的历史是希腊从古代
经由中古，延续到现代的统一历史，“连接我们与古希腊人的桥梁是我们说的语言、生活的空间、拥有
的传统、培养的情感、起的名字; 在经历了中古时期之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共同的信仰、政体、政
治诉求，以及共同的先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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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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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Σπ. ， . μ. Χ . ，pp. 32 － 34; G.
Huxley，“Aspects of Modern Greek Historiography of Byzantium”，p. 18.
P. M. Kitromilides，Enlightenment and Ｒ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 327.

列维( D.
Lévi Alvarès，1794—1870 年) 是 19 世纪法国著名教育家，出版了多本中小学教材。帕帕里勾布鲁斯以此为参照，试图编纂希腊
的历史教材，本书便是帕帕里勾布鲁斯尝试的结果。
I. Koubourlis，“European Historiographical Influences upon the Young 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pp. 54 － 55．
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p. 132.
Μ. - ，“Οι στην . Απó τον Σπυρíδωνα στον Δ
Ζακυθην”，pp. 164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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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他改变了希腊学界传统上对拜占庭帝国的负面认知，将其塑造为希腊民族自豪感的又一

来源。拜占庭历史不再是“外邦历史”，帕帕里勾布鲁斯称之为“我们的中古帝国”“我们的历史”“我
们的皇帝”和“我们的中古先祖”。① 他指出，得益于拜占庭帝国，“我们( 希腊民族) 存活下来，延续了
宗教和语言，获得了重生”;“希腊主义不仅在中古时期得以保存，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又再次强大起
来”。② 他还从欧洲文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拜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奥斯曼土耳
其人向西扩张的伟大功绩。③ 帕帕里勾布鲁斯塑造拜占庭帝国伟大形象的经典例证，是他对毁坏圣
像运动的研究。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帝国在八九世纪围绕基督徒是否应该崇拜圣像而发生的宗
教争端，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动乱。帕帕里勾布鲁斯将其塑造为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改革。在
他的笔下，毁坏圣像派被视为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他们打击教士，捍卫世俗希腊文化和教育，倡
导理性的经济改革。毁坏圣像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一直存在于拜占庭帝国中。④ 帕帕
里勾布鲁斯认为，拜占庭帝国的这场宗教改革为后来西欧的宗教改革树立了榜样; 基于此，吉本对拜

占庭帝国的批判难以成立，因为通过毁坏圣像运动这场宗教改革，可以看到拜占庭帝国既不缺少进

取精神，也没有丧失自行革新的能力。⑤

帕帕里勾布鲁斯的《希腊民族史》第一次书写了统一的希腊历史，它被誉为 19 世纪希腊文化
领域最伟大的成就。⑥ 其续写者卡罗里迪斯( Π. ，1849—1930 年) 称其为“不朽的财
富”。⑦ 在《希腊民族史》的影响下，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延续”范式得以确立，成为此后希腊
历史教材的基本准则。在这一书写范式下，希腊民族在古希腊、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时期创造
了灿烂的成就，并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近四百年的统治中保持着民族性和文化传承，最终进入现

代。在此后出版的希腊通史作品中，这种民族历史的延续性始终成为叙事的核心脉络。例如，希
腊著名民族史学家、拜占庭历史学者拉布罗斯( Σπ. ，1851—1919 年) 在 1886—1908 年
出版的《希腊史》中，开篇就强调了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民族的重要贡献，称其为希腊人的“统
帅”。他指出，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传播到东方，这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也使罗马帝国
得以保持完整性，使希腊民族的历史得以延续。⑧ 然后，他开始论述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历史，
在写到拜占庭历史的尾声时，拉布罗斯指出: “希腊民族并没有逝去。近四百年的奴役无法掩盖
故土的美好，无法遏制希腊人的宗教、语言及其对自由的热爱……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希腊民族
获得了新生，建立了新的国家。”⑨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读出，“延续”范式已经取代了“复兴”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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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et al. ， ，Vol. 15，pp. 237 － 238; Vol. 18，p. 10; P. M. Kitromilides，“O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Greek Nationalism: Paparrigopoulos，Byzantium and the Great Idea”，D. Ｒicks and P. Magdalino，eds. ，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pp. 26 － 29.
Κ.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et al. ， ，Vol. 8，p. 234; Vol. 15，pp. 238 － 239.
Κ.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et al. ， ，Vol. 15，p. 239.
Κ.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et al. ， ，Vols. 11，12; C. Mango，“Byzantinism and Ｒomantic Hellenis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 28，1965，p. 41.
G. Huxley，“Aspects of Modern Greek Historiography of Byzantium”，p. 17.
P. M. Kitromilides，“O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Greek Nationalism: Paparrigopoulos，Byzantium and the Great Idea”，p. 26.
C. Mango，“Byzantinism and Ｒomantic Hellenism”，p. 41.
Σπ. ， ，Vol. 1，Καρóλου Μπεκ，1886，p. 17.
Σπ. ， ，Vol. 6，Μπεκ και Μπαρτ，1908，p.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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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深化与拜占庭研究的发展

在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由“复兴”范式转向“延续”范式的变化中，拜占庭研究是关键所在。正是
由于拜占庭历史构成了连接上古希腊和现代希腊的中古时期，希腊的民族历史才具备了统一性。在
新范式的推动下，拜占庭历史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新核心和关键点。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对拜占庭历史的叙述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中最详细、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在帕帕里勾布鲁斯的《希腊
民族史》中，拜占庭历史大约占据 3 /5 的篇幅。拉布罗斯的《希腊史》实际上是希腊民族史的上古和
中古部分，全书共六卷，其中拜占庭历史占据了约四卷的篇幅。
民族历史书写范式的变化也重塑了希腊精英阶层对拜占庭历史的态度和认知: 拜占庭不再是腐

朽和黑暗的，而是伟大且重要的。在该理念的影响下，希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一步强调拜占庭帝
国的正面形象。例如，希腊著名文人、后来成为第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维凯拉斯( Δ. ，

1835—1908 年) ，在 1874 年出版的《论拜占庭》( ，Williams and Norgate) 中，直言应该
恢复拜占庭帝国的声望。①

基于这两点原因，希腊的民族历史书写与拜占庭研究，从“延续”范式确立时起便形成了互助互
利的关系，二者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处于共同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希腊
所处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历史书写与拜占庭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具体而言，当时希腊与保加利亚为争夺北马其顿所有权、与土耳其为争夺爱琴海诸岛而不断发

生冲突。② 在与保加利亚的纠纷中，保加利亚在拜占庭时期遭到“希腊民族”沉重打击的史事得到希
腊媒体的大肆宣扬。1903 年出版的一份社论称，“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描述，那个民族( 即保加利
亚) 羞辱、憎恨上帝，他们本性难移，直到我们的时代依然如此。”1911 年出版的一本写给儿童的故事
书《“保加利亚屠夫”的时代》，描述了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 Basil II，976—1025 年在位) 远征保加
利亚的伟大事迹。在这一时期，绰号为“保加利亚屠夫”的瓦西里二世被塑造成史诗英雄。③ 另外，
在“伟大理想”成为希腊国家的主要政治理念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不断得到渲染，希腊政界、
媒体时常在讲话和报道中提到应该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恢复“希腊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起
领土更加广阔的希腊国家。④ 希腊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在历史书写中都被
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
在这种基调之下，研究拜占庭历史便是研究希腊民族中古时期的历史。相较于古希腊在欧洲的

知名度和认可度，拜占庭帝国更需要得到希腊学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便完善其民族历史，宣扬希
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形象。以此为目标，希腊的拜占庭研究开始蓬勃发展。⑤ 一系列教育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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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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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H ”， ，Vol. 15，1993，p. 261; P. Noutsos，
“Dimitrios Vikelas: Towards a Ｒe-evaluation of‘Byzantium’—Prerequisites and Inferences”， ，Vol. 35，2010，pp. 129 － 137.
其中比较重大的军事冲突包括: 1897 年希腊与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特岛的归属权而发生战争，以及 1912—1913 年爆发的巴尔干
战争。在巴尔干战争中，先是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结盟击败了土耳其，然后是希腊和塞尔维亚结盟击败了保加利亚，
获得了马其顿大部分领土。
Ｒ. Beaton，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p. 180. 瓦西里二世是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最大的军事胜利是征
服了当时的保加利亚帝国，使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得到极大扩张。
P. M. Kitromilides，“O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Greek Nationalism: Paparrigopoulos，Byzantium and the Great Idea”，p. 31.
需要补充的是，推动希腊拜占庭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19 世纪末拜占庭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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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应运而生。在高校教育领域，1912 年雅典大学开设拜占庭艺术和考古课程; 1924 和 1926 年，
雅典大学和塞萨洛尼基大学先后开设拜占庭历史课程。① 在研究机构方面，1918 年拜占庭研究协会
成立，协会规章明确阐述了拜占庭研究与希腊民族认知之间的关系:“协会的目标是加强拜占庭和中
古时期的整体研究，普及对于拜占庭和中古历史、文化的认知，激发民众对于千年希腊帝国的兴趣。”
该协会自 1924 年开始出版专业学术刊物《拜占庭研究协会年鉴》，在创刊号中再次明确拜占庭研究
之于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希腊学者的学术职责是致力研究、宣讲拜占庭的历史、艺术和
文化，不仅要推动艺术和学术发展，而且要将其作为桥梁，将古希腊的宝贵遗产传承给现代人，用语

言和宗教将古代和现代连接，让绝大部分希腊人对拜占庭世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这是拜占庭研究

协会的首要目的。”②该宣言表明了希腊拜占庭研究者肩负的双重责任: 一是书写关于拜占庭帝国全
面而深刻的历史; 二是以拜占庭研究为纽带，书写希腊民族通史。
换言之，希腊史学界基本达成一种共识: 拜占庭研究应以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为导向，通过深化拜

占庭研究来提升本民族历史写作的广度和深度，证明希腊民族历史的延续性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伟

大、辉煌。这一明确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
这一时期，希腊学者首先注重对拜占庭教会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教会史料是拜占庭帝国留给

后世的宝贵遗产。东正教文化在现代希腊民众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它是中
古希腊对于欧洲文明( 特别是在斯拉夫世界) 作出的重大贡献，使得希腊确立了在基督教世界中相

对更高的地位，③因此，教会历史也成为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早在 19 世纪中期，
拉里斯( Γ. ，1804—1883 年) 和波特里斯( Μ. ，1810—1863 年) 就已编纂出版六卷本
的《教会法规集》，包含东正教教规、大公会议决议、地方宗教会议决议、圣使徒和教父的作品等，奠
定了现代学界关于东正教教会法研究的基石。④ 19 世纪晚期，希腊著名小说家帕帕迪亚曼提斯
( ，1851—1911 年) 创作《贫穷的圣徒》《两个怪物》等作品，探讨东正教会与现代希
腊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文学作品迅速引起希腊民众的热烈讨论，大众表现出对教会文化的认可和
需求。⑤ 伴随着东正教在希腊国家意识形态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强，⑥东正教会相关史料的整理及研
究成为拜占庭学界的研究热点。仅在《拜占庭研究协会年鉴》创刊号中，与东正教相关的文章就超过
1 /3，涉及梅黛奥拉( ) 、阿索斯圣山( ) 这两大东正教圣地，以及圣徒、修道院手抄
本，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其次，该时期希腊学者重视研究拜占庭时期的语言。阿纳诺斯托布鲁斯( 1884—1936 年) 在《现

代希腊方言学导论: 现代希腊方言的起源》一文中追溯了现代希腊方言的源头和发展，认为它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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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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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H ”，pp. 257 － 276.
“ ”， ，Vol. 1，1924，p. 3.
关于这一时期宗教与民族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参见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民族: 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8 年版，第 67 页。
Γ. ，επιμ.， ，

，6 ，Γ. ，1852 －1859.
D. Ｒicks，“In partibus infidelium: Alexandros Papadiamantis and Orthodox Disenchantment with the Greek State”，Ｒ. Beaton and D.
Ｒicks，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Nationalism，Ｒomanticism，and the Uses of the Past ( 1797 － 1896 ) ，p. 250. 陈莹雪对圣徒
科斯马斯形象转变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东正教影响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一个具体例证。参见陈莹雪: 《从东正教圣徒到民族
英雄———希腊现代国家意识形成的一个范例》，《宗教与美国社会》2016 年第 2 期。
源于此，在 1923 年希腊与土耳其签订的国民交换协议( 《洛桑协议》) 中，交换的准则便是宗教，最终 130 万居住在土耳其的东正
教徒迁入希腊境内。参见 J. S. Koliopoulos and Th. M. Veremis，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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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初期，但对现代希腊方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 13 世纪之后的一系列历史进程。彼时拜占庭帝
国中央政府解体，首都的影响力日益削弱，在此期间，大量外来词汇进入希腊语，最终形成了“现代希
腊通用语”。① 希腊民歌中反映的语言现象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古古莱斯( 1881—1956 年) 是该领域
研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收集、分析拜占庭后期的民歌，探究 12 世纪拜占庭人与现代希腊民众的相
似性，描述“我们中古先祖”的日常生活。学者们对希腊语言的研究，就其根本目标而言，仍是服务于
统一性民族历史的书写。用古古莱斯自己的话说，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向是“对现代希腊主义的历史
渊源进行精准研究和利用……以便更好地呈现中古希腊人的历史和心理”。②

最后，该时期希腊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拜占庭时期的地理学。地理学涉及民族历史疆
域的研究，对民族历史书写同样重要。对希腊祖先生活空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希腊确定
国家疆域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正如拉布罗斯在《希腊史》中开篇所言: “在希腊历史上，希腊曾经扩
展到伊庇鲁斯、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地方，可以说哪里居住着希腊人，哪
里传播着希腊文化，哪里就是希腊。”③中古希腊地理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是阿曼图斯( 1874—
1960 年) ，他注重考据现代希腊地名的来源，运用词源学和地名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他
的研究也因此被称为“语言地理学”。通过对地名的考证，阿曼图斯致力于梳理希腊主义在中古时期
的存在空间，进而论证希腊主义广阔的影响范围，包括地中海沿岸、希腊山区、民间的修道院、爱琴海
地区人口众多的城市，以及整个东方。④ 例如，在《多德卡尼斯群岛》一文中，阿曼图斯梳理了该地名
的含义从拜占庭时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变化，指出该地名指代的区域从提洛岛( Delos) 周围的群岛逐
渐演变为北斯波拉迪斯群岛( ) 。作者的考证旨在说明: 现代希腊的诸多地名在拜
占庭时期已然存在，它们长久保存于大众的口语中，并可追溯到上古时期。⑤ 由此，希腊主义的延续
性得以体现。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于阿曼图斯的整个研究中。⑥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教会史料的编纂分析，还是对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新时期希腊的拜占庭

研究主要致力于深入探讨希腊中古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论证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和希腊民族

整体历史的连贯。例如，阿曼图斯在《小亚细亚中古时期的希腊主义》一书中，在分析了希腊主义在
小亚细亚的延续性历史后，明确阐述了希腊民族在中古时期的伟大贡献: “数百年间，希腊主义与小
亚的蛮族抗争，不仅自我拯救并铸造不凡，还拯救了欧洲”;“希腊人创造了独特的基督教文化，传承
至整个东欧。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以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了
中古希腊人。得益于希腊人的帮助，意大利人在 9 世纪从萨拉森人手下解脱，他们促进了文化的发
展，并传承至西方。”⑦对于阿曼图斯的研究方法，扎金西诺斯( 1905—1993 年) 认为，它“既是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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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 ， 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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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41 － 54．
Κ. ， ， Ν. ，1919，pp. 5，136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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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热爱……也是对希腊历史及文化统一性问题的全面思考”。① 事实上，这一评价不只适用于
阿曼图斯的作品，也同样适用于希腊的这一代拜占庭研究者，拜占庭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深化希

腊民族历史书写的需要。

结 语

综上所述，希腊在 19 世纪爆发独立战争后，迫切需要构建民族认同。在民族历史书写的过
程中，希腊最初接纳西欧主导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力图“复兴”古希腊的荣耀。但这种历史书写
范式遭到多重挑战，无法解决古典时代至 1821 年两千多年的历史断裂。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
拜占庭学者，以史料为依据，强调拜占庭研究的重要性，将拜占庭时期塑造为希腊的中古阶段，从

而塑造了希腊民族历史的统一性。拜占庭研究的孕育、兴起和发展，见证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逐
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历程。以书写民族历史为导向，是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希腊拜占庭研究的
基本特征。
通过对拜占庭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希腊民族呈现出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地区认可的中古传统，

它既是对古希腊传统的传承，又与之不同，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希腊的民族历史中存在两个辉煌的
时期，古典文化与东正教文化是希腊历史发展脉络中最核心的两部分。时至今日，希腊人民仍然对
这两大民族特征引以为傲。这一书写民族历史的范式，源于 19 世纪中期以来以希腊的拜占庭学者
为首的知识精英的研究和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形象逐渐得到改善，拜占庭研究
在希腊等国蓬勃发展。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希腊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延续”范式，既是欧洲普遍强调民族历史统一性这
一历史书写大趋势影响下的产物，也为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各新兴民族国家探索本民族叙事逻辑
提供了样例。② 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初期
书写本民族历史时，纷纷效仿希腊史写作中的“延续”范式，对本民族中古历史的再发现和重新占有，
也成为这些国家历史研究和民族史书写的首要目标。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所探讨的历史时期，服务于民族历史书写的拜占庭研究，不可避免地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偏颇。除了前文提到的帕帕里勾布鲁斯将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类比西欧宗教改革的
阐释之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希腊学者也存在过度解读拜占庭历史贡献的问题。例如，扎贝里乌斯认
为，意大利南部希腊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毁坏圣像运动时期，因为一批崇拜圣像者从君士坦

丁堡前往意大利避难。这一观点显然低估了上古时期多立克希腊语的历史贡献。④ 当然，大多数研
究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托，其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1930 年之后，希腊知识精英书写本民族历
史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拜占庭研究随之逐渐开始摆脱政治的影响，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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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Α. ，“ : ”，pp. 449 － 455.
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民族: 一种全球视角》，第 61—63 页。
P. M. Kitromilides，“O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Greek Nationalism: Paparrigopoulos，Byzantium and the Great Idea”，p. 30. 关于塞
尔维亚民族历史书写的具体论证，参见 A. Ignjatovi ，“Byzantium's Apt Inheritors: Serbian Historiography，Nation-Building and
Imperial Imagination，1882 － 1941”，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Ｒeview，Vol. 94，No. 1，2016，pp. 57 － 92。
Σπ. ， ，Λ.
Δ. ，1864.



希腊民族历史书写视域下的拜占庭研究( 1821—1930 年)

断提高。① 1960 年，拜占庭研究中心建立，逐渐发展为希腊拜占庭研究的中坚力量，希腊的拜占庭研
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②

与此同时，在大众层面，鉴于拜占庭研究在民族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得到

希腊民众的广泛接受。历史学教育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希腊所有设立哲学院的高校中，都开设了拜
占庭历史课程，而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拜占庭历史也是基础课程，且占据重要地位。以教科书为
例，在希腊教育部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搜索到仍在使用的电子版教材，包括教师和学生用书 73 种。
在小学、初中( 包括教会初中) 、高中( 包括职业高中、教会高中) 的历史课程中，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均
占据大约 1 /3 的课时量。③ 细细考究，这对应了希腊民族历史书写的三分法，即上古、中古和现代三
个历史阶段，而拜占庭历史大致等同于希腊民族的中古时期。显然，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大约一百年
间，希腊学界通过拜占庭研究所塑造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一直延续至今。

( 作者庞国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 30007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敏兰史学文集》

左玉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8 月出版。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已故研究员黄敏兰同志所发表的部分史学论文结集，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组文章专门探
讨史学理论，涉及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历史规律问题、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的讨论; 第
二组文章关注比较史学，探讨了中西封建社会结构、中西赋税制度的比较等问题; 第三组文章
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了学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的反思; 第四组文章研究中国
古代官吏腐败问题;第五组文章考察了中国古代制度;第六组文章探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的演进，指出了该问题研究中的失实现象及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第七组文章专

门探讨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及其与五四运动、《新史学》的关系;最后一篇文章则是其撰写的亲
历陕北农村生活的见闻实录。该书所收文章涉及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有很强的思辨性，体现
了黄敏兰同志的学术特点与治学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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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任希腊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的伊格诺米基斯在报纸上撰文指出，在拜占庭研究中，“国家边界和以民族为中心的研究
不复存在”，这正是对拜占庭研究新特征的总结。参见 Ν. ，“ ”，H ，23rd
November，1997。
截至2008年，共有四十多位学者在此从事研究工作。参见 Τ. ，“ ”， ，

1958 － 2008， － － ， ，2008，pp. 96 － 123。
希腊的基础教育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学制分别为 6 年、3 年和 3 年。在小学阶段，学生在 3—6 年级开设历史课，内
容分别为神话时代、古代、拜占庭时代和近现代。在初中和高中历史学习中，拜占庭历史均为二年级课程。教材相关信息参见:
http: / / ebooks. edu. gr /ebooks /［2020 － 1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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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1912 －1919) / / Sun Hongnian

At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the situation in the frontier areas was grim，and，thus，frontier
governance became a major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among the public． The idea of frontier governance not
only inherits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 of frontier management of the past dynasties，especially the
“Grand Unity”as an idea to govern frontier regions，but also includes new ideas such as“the Unity of Five
Nationalities”and “the equality of all the nationalities”． On this basis， the institution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have also undergone corresponding change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ocument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frontier governance from 1912 to 1919，and to offer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along with their progress and setback．

Chen Yinque and the Concept of“Dunhuang Studies”/ / Liu Dashe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larly discipline demands a new set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s，and the latter are also the significant standards by which to differentiate new scholars from the
old an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of these scholars' research． The Founding of“Dunhuang
Studies”is an embodiment of a well-defined and highly-developed modern academic thinking． In his early
years，Chen Yinque received training on specialization under the modern academic system in the West，
forming the research consciousness based on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a creative energy on
conceptualization． As such，h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Dunhuang Studies”in a timely manner，and
strived to incorporate China's Dunhuang research into the so-called“pre-flow”of the existing scholarly
disciplines，and kept it in line with Orientalism，Sinology，and Touyougaku studied in the world．
However，Chen took a conservative and even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hypotheses and even in denial of
theory． This became a deficiency in his academic cognition．

From“Oriental History”to“East Asian History”: A Ｒeflection on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Korean Academia of the Past 30 Years / / An Sooyoung ，Jiang Yiwei

Since the 1990s，Korean historians have reflected on nationalism，modernism，and Eurocentrism in
existing historical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many researchers have endorsed conceptualization of East
Asia as a regional unit of historical analysis，which led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East Asian History”．
Discussions on“East Asian History”have continued to this day，inspiring Korean historians to revise their
narratives of and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by 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Korean
academi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overall context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And in 2007，“East Asian History” formally entere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beamed an
independent history course． In this article，we offer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jectory in Korea
by comparing it with and relate it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and Japan． By reflecting upon the changing
tension between“East Asian History”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we strive to understand how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of global history and regional history have influenced historical view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Byzantine Studies in Greece ( 1821 －1930) / / Pang Guoqing

The origin，rise，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Greek Byzantine studies have witnessed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paradigms of the Greek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since Greece
became independent in 1821．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historians in this new-born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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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a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to“revive”ancient Gree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n turn vilified the im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Yet because of its self-contradictory nature in the
narrative logic，this new paradigm of history was not embraced by the public．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rise of Byzantine studies was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rupture
under the“revival”paradigm，and the Byzantine period became the Medieval stage for Greek national
history，thus establishing the“continuity”of Greek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eek scholars furthered the stud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so as to perfect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shape the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Ages． By doing so，they
realiz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both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Byzantine studies．

Jouni-Matti Kuukkanen and Post-Narrativism / / Xia Yuli

Since the 1970s，narrativism has become a powerful trend in academia，replacing“analytic historical
philosophy”and occupying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However，in the past
few years，as this theoretical upsurge has gradually faded，it is no longer at the center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 group of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issues． Jouni-Matti Kuukkanen clearly
propose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should transcend the approach of narrativism and enter a stage of re-
innovation，that is，the stage of post-narrativism． The“post”in“post-narrativism”does not mean the
complete rejection of narrativism． Instead， it inherits some ideas from narrativism．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a reassessment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se ideas．

Feminism and Social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Louise A． Tilly / / Lin Man

Louise Tilly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t social historian． In the 1970s，she and Joan
Scott studied on European family history ，challenging the mal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history school，and
pioneering a family history research path featuring“family strategy”analysis． Their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women's economic ro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revealing
the important role women played in the family economy and social economy，and adding a scarce feminist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t that time． After that，Scott turned to gender history research，
while Tilly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improve the field of family histor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Tilly has played the role of “guardian” of social history more， criticizing the emerging trend of
epistemological radicalization in history，and striving to defend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history．

Bernard Guenée and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 / Dong Ziyun

In the 1970s，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faced a great crisis after the rise of the Annales School． At this
critical moment，Bernard Guenée，chair of medieval history at Sorbonne University，proposed a new
framework for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y． Guenée argued that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go beyond even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to focus on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power．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examine four level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basis，spatial framework，political actions，and political mentalities． The study
of political mentalities in history also covers the aspects of such as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propaganda，
national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ideas． After the 1980s，Guenée's research interest turned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late Middle Ages，and he regarded i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memory． Under his influence，excellent works by Claude Gauvard，Colette Beaune，Jean-Philippe
Genêt，and Jacques Krynen testify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Guenée's ambitious plan drawn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register the revival of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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